
２０１７年第２期
双月刊

总第２２１期

中 南 财 经 政 法 大 学 学 报

JOURNALOFZHONGNANUNIVERSITYOFECONOMICSANDLAW

№．２．２０１７
Bimonthly

Serial№．２２１

就业保护制度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

———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证据

王海成１　苏梽芳２　渠慎宁３

(１．湖南大学 经济与贸易学院,湖南 长沙４１００７９;２．华侨大学 经济与金融学院,福建 泉州３６２０２１;

３．中国社会科学院 工业经济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８３６)

摘要:本文基于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省级面板数据,在采用差值法估算全国及各省非正规就业规模的基础上,应

用动态面板模型考察了就业保护制度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全国与各省城镇非正规就业率都呈现出大

幅增加趋势,就业结构表现为非正规化;最低工资制度及社会保险制度对非正规就业产生了显著的负向作用;以
“民工荒”到来的２００４年作为分界点进行分样本检验,结果显示“民工荒”到来后并不改变上述结论,而且还发现,

“民工荒”到来后最低工资制度对非正规就业的负向作用变小,而社会保险制度对非正规就业的负向作用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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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非正规就业作为一种不同于传统正规就业的就业形式,一般指游离于主流社会保障体制之外,没
有正式的雇佣关系,就业性质和状况处于低层次和边缘地位的就业① .自改革开放尤其是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以来,我国单一固定化的就业模式逐渐被打破,非正规就业的规模不断扩大,在缓解我国就业压

力、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和完善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随着２００８年«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实

施,就业保护制度继２００４年«最低工资规定»颁布再度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学界围绕就业保护制度

对就业产生的各种影响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本文提出的问题是:中国多年来实行的就业保护制度对非

正规就业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民工荒”到来之后这种影响本身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准确回

答这些问题,对于完善就业保护制度以及促进非正规就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国外已有相当多的文献对就业保护制度的非正规就业效应进行了深入研究.大部分文献发现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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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就业保护制度导致正规就业减少,非正规就业增加.Besley和Burgess(２００４)基于印度跨州数

据发现,就业保护制度越严格,正规部门就业率就越低[１].在拉丁美洲,大量证据表明严格的就业保

护制度通常会与较低的正规部门就业联系在一起[２].Maloney和 Nuñez(２００１)发现随着最低工资水

平的提高,劳动力从正规就业转变为非正规就业的可能性变大[３].Kahn(２０１０)发现就业保护水平越

高,妇女、移民和青年人找到工作的可能性就越小,这些群体从事非正规就业的可能性越大[４].也有

一些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Hazans(２０１１)认为严格的就业保护增强了工人的工作保障,使得正规

就业岗位对正规就业者变得更有吸引力,劳动力从正规就业市场的自愿性退出减少,而对于非正规就

业者具有很大的吸引力,非正规就业者为了获得正规就业者享有的就业保护则会争取进入正规部门

就业,总之,严格的就业保护可能减少了非正规就业[５].Djankov和 Ramalho(２００９)使用撒哈拉以南

非洲等多个地区的数据,研究发现就业保护与非正规就业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并认为文化的

不同可能是导致劳动保护对非正规就业产生差异化影响的重要原因[６].
国内关于非正规就业的研究近年来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胡凤霞和姚先国(２０１１)利用中国城市

劳动力市场研究调查中的城镇劳动力专项数据,发现教育显著提高了农民工从事非正规就业的概率,
就业分流并没有导致农民工就业市场出现内部分层,农民工非正规就业存在着较强的自选择性[７].
黎煦和高文书(２０１０)使用２００５年全国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１/５样本进行的实证分析发现,是否从

事非正规就业与劳动者的身份特征、人力资本状况、所在行业和职业等密切相关[８].罗润东和周敏

(２０１１)选取２７个省份１９９５~２００８年的面板数据,发现最低工资制度对中国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农

民工就业产生了异质性影响[９].李金昌等(２０１４)基于中国３０个省份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的面板数据分析

了贸易开放的非正规就业效应,研究发现贸易开放是带动中国非正规就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并且相对

于出口贸易,进口贸易对非正规就业的带动作用更为明显[１０].
上述文献对本文的进一步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我们也注意到,既有研究存在以下两

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既有文献往往基于某一抽样调查数据,从就业者的身份特征、人力资本等角度分

析非正规就业的决定因素,忽视了制度因素对劳动者选择非正规就业岗位的影响;二是研究就业保护

制度影响就业的文献,鲜有论及对非正规就业群体的影响,这种将全部就业者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无

法满足观察就业状态、制定和完善就业政策的需求.事实上,我国劳动力市场尤其是非正规劳动力市

场的发育与就业保护制度密不可分,就业保护制度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如何,“民工荒”到来后这种影

响是否会发生变化,也未见相关讨论.基于此,本文在使用差值法估算全国及各省非正规就业规模的

基础上,选取最低工资水平和社会保险覆盖率两个指标作为就业保护制度的代理变量,进而建立动态

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就业保护制度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考虑到２００４年“民工荒”到来后劳动力供求

关系乃至劳资关系可能发生重大变化,本文以此作为转折点,分样本区间重新检验就业保护制度对非

正规就业的影响.

二、非正规就业规模估算

本部分将对全国以及省级城镇非正规就业规模进行估算,这样既可以观测到全国城镇非正规就

业的变化趋势特征,又可以将估算得到的省级城镇非正规就业率指标作为下文模型的被解释变量.
由于非正规就业特征模糊,又受到“行为者—观测(研究)者—政府”信息扭曲、“统计幻觉”等多种

因素的影响,现有的估算结果之间存在巨大差异[１１],目前仍然没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估算方法.就

现有的数据条件,我们几乎不可能从实际调查中得出历年各地区甚至是全国非正规就业的规模.然

而,如果可以较为准确地估算出城镇就业人口和正规就业人口的规模,二者之差则基本上可以反映非

正规就业者的规模.
本文借鉴姚宇(２００６)[１１]、胡鞍钢和赵黎(２００６)[１２]的做法,使用差值法来估算全国及各地区非正

规就业规模.基本步骤如下:假设在城镇地区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城镇地区的三

资企业及其他私营企业中的部分从业人员属于正规就业(记为Eformal),考虑到正规部门中还有一部分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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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工的情况,以及一些经营规范的、具有一定规模的私营企业中的就业人员也属于正规就业的性质,在
估算过程中将这两部分进行抵消,则城镇从业人员(Eurban)减去这几个部门就业人员总数即为非正规就

业人数(Einformal),即Einformal＝Eurban－Eformal.数据来自于１９７８~２０１３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各地区统计

年鉴.
图１为１９７８~２０１３年中国就业结构的变化情况.从中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非正规就业在城

镇就业中的比重逐步上升:１９７８年中国的非正规就业率仅为０􀆰１６％,而２０１３年则上升为６０􀆰２％.
这表明非正规就业已经成为我国劳动力就业的基本形态,就业结构呈现出非正规化特征.这一变化

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是非常契合的.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我国开始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

农村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乡镇企业的崛起为其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这一时期农村剩余劳动

力基本上是在村庄与村庄、村庄与乡镇之间的短距离、小范围内流动,劳动力并没有大量流向城市,城
镇非正规就业率没有出现显著变化.１９８７年国有企业开始打破“三铁”(铁工资、铁饭碗和铁交椅)制
度,动摇了几十年的终身雇佣制度,非国有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吸引了大量城市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

就业者和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转折点,市场经

济制度的确立为劳动力的流动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城市也开始出现职工下岗问题,到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中后期,下岗职工数量急剧增加,１９９８~２０００年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达到２１３７万人,劳动力市场

严重供大于求,城市的正规部门难以解决如此庞大人群的就业问题,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为了生存进

入了非正规部门.进入２１世纪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外资的涌

入,第三产业迅速发展,城镇就业岗位迅速增加,带动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镇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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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中国就业结构变化(１９７８~２０１３年)

图２为各省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非正规就业率的变化趋势.从中可以发现,大部分省份的非正规就业

变化趋势基本与全国一致,总体上出现了大幅上升的趋势.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北京、上海、广东等

经济发达省市非正规就业率近年来出现了下降趋势.

三、研究设计

(一)计量模型设定

企业在调整用工数量时,通常面临着员工解雇、招聘以及培训带来的成本,这一系列成本会导致

企业调整合意用工的时间变长.同时,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和劳动力的转移成本也使得

就业调整存在滞后效应.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建立如下动态面板地区固定效应模型:

Infi,t＝α＋βInfi,t－１＋γEpli,t＋φXi,t＋εi,t (１)
其中,Infi,t为省份i在t年的非正规就业率;Infi,t－１为滞后一期的非正规就业率;Epli,t为就业保护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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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因素,包括最低工资制度(Nwg)和社会保险制度(Ins);Xi,t为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增长水平(Growth)、
城乡收入差距(Ine)、出口依存度(Export)等;εi,t为误差项.本文所使用的计量软件为Stata１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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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各省非正规就业率变化(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

(二)解释变量

OECD将就业保护定义为有关劳动力市场雇用和解雇的管理规定,涉及弱势群体就业、固定合

同、培训要求、临时合同、解除终止合同、经济补偿、最短的预先通知期、解雇限制与工会代表的事先磋

商等.世界银行认为就业保护的目的在于促进就业、保护就业和改善工作条件.Hartwell(２０１０)认
为就业保护包括劳动者雇佣和解雇、工人待遇(包括病假、哺乳假等)以及其他相关内容(工作场所安

全保护等)在内的一系列法律法规[１３].从现实条件来看,要对中国的就业保护水平进行精确地度量,
面临着统计数据的可得性和可靠性问题.基于此,本文主要考察最低工资水平和社会保险覆盖率两

项制度因素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

１．核心解释变量

(１)最低工资水平(Nwg).关于最低工资影响非正规就业的研究最早追溯到 Weilch(１９７４)的研

究[１４],相关的这些研究将就业部门分为最低工资覆盖部门和未覆盖部门,发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对

就业水平的影响较小,主要原因在于未覆盖部门吸收了更多就业.孔善广(２００６)认为如果最低工资

的设置标准高于劳动力的均衡价格,则大多数雇主难以承受其劳动力成本,那么最终就可能出现两种

结果:一是企业倒闭或搬迁,劳动力市场上可以提供的就业机会减少;二是雇主倾向于聘请素质更高

的人才,低技能人员更难以获得就业机会[１５].王一江(２００８)认为很多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

“二元结构”,即在一个国家中,部分劳动力难以进入到主流劳动力市场中去,只能在非主流劳动力市

场就业.«最低工资规定»仅限于主流劳动力市场,如果对主流劳动力市场的保护过强,就会导致劳动

力过剩,有一部分劳动力就会由主流劳动力市场流向非主流劳动力市场,使得非主流劳动力市场上劳

动力的供给增加.以上研究分析了最低工资对正规就业的挤出效应,但是忽视了正规部门实行最低

工资对非正规就业者的吸引效应,即最低工资水平越高,正规部门对非正规就业者的吸引力可能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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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大,非正规就业者就越希望从事正规就业,进而导致非正规就业的减少[１６].
我们通过浏览各级政府网站、政策文件、统计公报、官方报纸等多种方式查找了各省最低工资标

准,并采用各省月最低工资标准中的最高标准.此外,各地区每年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时间也不一

致,我们将最低工资标准以时间为权数转化成当年本地区的实际最低工资标准.本文将最低工资水

平定义为实际最低工资标准与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之比.
(２)社会保险覆盖率(Ins).衡量就业保护水平的另外一个指标就是劳动合同签订率[１７].现有

统计数据中我们很难找到劳动合同签订率数据,因此本文使用社会保险覆盖率代替劳动合同签订率

来衡量就业者保护水平.理由如下:一是社会保险覆盖率同劳动合同签订状况关系密切,如果某一企

业不与员工签订合同,通常情况下也不会为员工参保,劳动合同越规范,越有利于促使企业为工人参

加社会保险;二是社会保险的申报、登记以及缴费情况和劳动合同的签订情况都是劳动者保护监察的

重要内容,通常情况下,监察力度越大,执行情况越好.我国目前基本建立起了养老保险、失业保险、
医疗保险三种社会保险制度,由于医疗保险制度数据缺失较多,本文选取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覆盖

率(Endo)以及城镇职工失业保险覆盖率(Ems)衡量社会保险覆盖率进而作为就业保护水平的衡量

指标.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职工人数/城镇就业人数;失业保险覆盖率＝参加失

业保险职工人数/城镇就业人数.

２．控制变量

(１)经济增长水平(Growth).经济快速增长创造了非正规就业的需求.一般来说,非正规就业

规模的大小与本国经济增长水平密切相关,根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随着经济的不断增

长,非正规就业也得到逐步发展.因此,可以预期经济增长水平与非正规就业之间存在着正向关系.
本文采用实际 GDP增长率来衡量各地区经济增长水平,具体做法是将１９９０年定为基期,根据 GDP
不变价格指数获得各年实际 GDP,然后通过一阶差分获得环比的实际 GDP增长率.

(２)城乡收入差距(Ine).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是造成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主要原因,
由于我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受到户籍制度等因素的影响而存在体制性分割,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后,大
多就职于劳动强度大、劳动条件差的非技术性行业,成为非正规就业者[７].因此,可以预期城乡收入

差距与非正规就业之间存在着正向关系.本文使用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之比来衡

量城乡收入差距.
(３)出口依存度(Export).进入２１世纪以来,我国的生产要素比较优势已经发生变化,从单纯的

大量廉价劳动力开始向低端劳动力有限剩余和人力资本存量明显增加并存转变,出口企业对劳动力

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创造的就业岗位更多是满足正规就业者的需要.因此,某一地区的出口依存度

越高,其对正规就业的需求越多,对非正规就业的需求则越少,可以预期出口依存度与非正规就业之

间存在着负向关系.本文中,出口依存度为出口商品总值与当年 GDP之比.
(三)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对象为我国２８个省、市、自治区,西藏自治区、海南省和重庆市３个地区因数据不全,样
本没有包括这３个省、市、区.根据«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的统计口径,四川省的各年数据均

剥离了重庆的部分.１９９８~２００８年期间的数据源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的

数据来自各省(市、区)的统计年鉴以及«中国统计年鉴».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模型估计方法说明

首先,需要考虑本文实证模型(１)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一是模型(１)中解释变量经济增长水

平与被解释变量非正规就业之间可能互为因果关系.例如,一方面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非正规

就业的规模可能不断扩大;另一方面,非正规就业也可能通过解决就业压力,促进市场机制发育、产业结

构升级等来促进经济增长.二是非正规就业的影响因素非常多,可能存在遗漏变量.三是一些因素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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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观察,有些即使可以观察却难以获取相关指标数据,只能采用替代指标数据,这就存在测量误差问题.
为此,我们需要通过合适的估计方法来消除模型中的内生性,广义矩估计(GMM)方法就被认为

是这样的估计方法之一.GMM 方法包括系统 GMM 估计和一阶差分 GMM 估计,这两种方法都能

够比较有效地解决模型中存在的解释变量内生性问题.应用系统 GMM 和一阶差分 GMM 估计,都
有一个差分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可以部分地解决解释变量的遗漏变量问题和测量误差问题.在时

间序列较短的情况下,系统 GMM 与普通 GMM 相比估计效果更好,但是个体效应与异质性冲击方

差比在两种极端情况下,估计量偏误程度有可能大于一阶差分 GMM 的估计结果.故本文使用一阶

差分 GMM 方法估计模型系数,同时使用两种方法检验差分 GMM 估计结果的有效性.第一种方法

为 ArellanoＧBondAR(２)检验,差分 GMM 估计结果的有效性建立在误差项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的

基础上,如果不存在二阶自相关的原假设无法被拒绝,则说明模型设定是正确的;第二种方法为

Sargan检验,由于差分 GMM 使用较多的工具变量,故需要进行过度识别检验,如果不能拒绝检验的

零假设,就意味着工具变量的设定是恰当的.
(二)结果与分析

表１给出了５个估计结果,各列的区别在于核心解释变量不同,而控制变量保持一致.列(１)~
(３)分别选择最低工资水平、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失业保险覆盖率作为就业保护制度的代理变量,而
列(４)~(５)则将最低工资水平和社会保险覆盖率一起放入模型进行估计.可以看出,ArellanoＧBond
AR(２)检验以及Sargan检验的伴随概率全部都大于０􀆰１,说明本文工具变量的设定是恰当的.

　表１ 就业保护制度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②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非正规就业率滞后一期 ０．８５８１∗∗∗

(０．０２０４)
０．８９４４∗∗∗

(０．０１５２)
０．６７２９∗∗∗

(０．０１７８)
０．８８５１∗∗∗

(０．０２１５)
０．６６４２∗∗∗

(０．０２６０)

最低工资水平 －０．１０６０∗∗∗

(０．０２７４)
－０．１２３３∗∗∗

(０．０２６４)
－０．１０２５∗∗∗

(０．０２４８)

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 －０．１１２０∗∗∗

(０．０１７５)
－０．１４０７∗∗∗

(０．０２４６)

失业保险覆盖率 －０．２５２４∗∗∗

(０．０１５９)
－０．２７１０∗∗∗

(０．００９６)

经济增长水平 ０．０８６０∗∗∗

(０．００８６)
０．０８３７∗∗∗

(０．０１０３)
０．０６７４∗∗∗

(０．００７７)
０．０８７１∗∗∗

(０．０１４６)
０．０７１１∗∗∗

(０．０１２３)

城乡收入差距 ０．０１３２∗∗∗

(０．００４９)
０．０２０５∗∗∗

(０．００７３)
０．０１１６∗∗

(０．００５８)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８４)

０．００５９
(０．００４９)

出口依存度 －０．０５１０∗∗∗

(０．０１７１)
－０．０５３７∗∗∗

(０．０１８２)
－０．０１７２
(０．０１５３)

－０．０４８１∗

(０．０２６８)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０１)

常数项 ０．０５６５∗∗∗

(０．０１８８)
０．０６５８∗∗

(０．０３０６)
０．２３６０∗∗∗

(０．０２５５)
０．１８８０∗∗∗

(０．０３９３)
０．２９７６∗∗∗

(０．０２１２)

ArellanoＧBondAR(２)检验 ０．６２８０
[０．５３００]

０．５０８５
[０．６１１１]

１．１２６３
[０．２６００]

０．５６７０
[０．４９２]

１．１３３１
[０．２５７２]

Sargan检验 ２４．８７８３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９７６
[１．００００]

１９．５４３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１．１０４９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３９４９
[１．００００]

　　注:()内为影响系数的标准误差;∗∗∗、∗∗分别表示在１％、５％统计意义上显著;[]内

为检验统计量的P值.下表同.

理论上,我们可以从需

求和供给两个角度分析最低

工资制度对非正规就业的影

响.需求方面,随着最低工

资水平的提高,企业的劳动

力成本不断增加,可能会通

过增加雇用非正规就业者以

降低企业成本;供给方面,正
规部门不断提高的最低工资

水平对收入较低的非正规就

业者具有较强吸引力,非正

规就业者为了至少获得最低

工资尝试通过各种努力进入

正规部门就业.因此,最低

工资水平对非正规就业的影

响方向取决于这两种效应的

叠加效果.从表１中可以看

出,最低工资制度对非正规

就业始终存在着显著的负向

作用.可能的解释是,近年来各地区最低工资标准的不断上调,更多的是企业用工需求和劳动力供给

关系变化的一个反映,并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制造业工资处于较低的水平,最低工资水平增长的

背后是有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作为支撑的[１８].如果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快于工资的提高速度,则企

业的成本并不会增加太多,也就不会产生过多的裁员或雇佣大量非正规就业者,由此导致最低工资水

平提高对非正规就业影响不显著或者为负.此外,我国最低工资标准的执行情况并不理想也可以解

释最低工资水平对非正规就业的负向影响关系.最低工资制度在非正规就业者中的执行情况研究几

近空白,而农民工作为我国城镇非正规就业群体的重要部分,我们可以通过分析最低工资标准制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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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群体中的执行情况以窥全貌.都阳和王美艳(２００８)利用５个城市的数据,发现只有８􀆰４％和

２１􀆰１％的农民工工资高于当地的月最低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１９],谢勇(２０１０)基于对江苏省的调研数

据,发现不足４０％的农民工工资在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以上[２０].虽然二者数据来源、估算方法的不同

使得估算结果有一定差异,但是这基本可以反映出最低工资制度在非正规就业者中的执行情况非常

不理想,正规部门较为严格的最低工资标准执行会对非正规就业者具有较强的吸引力.总之,最低工

资水平的提高对企业雇佣非正规就业者产生的激励作用较小,而对非正规就业者产生的激励作用很

大,使得最低工资水平的提高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为负.
社会保险覆盖率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显著为负.我们同样可以从供求角度分析社会保险覆盖率

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需求方面,在缴费负担较重的情况下,一些企业会通过将部分新增员工非正规

化来规避社会保险缴纳负担[２１];供给方面,通常情况下越是正规企业,其职工参保率也就越高,对缺

乏社会保障的非正规就业者的吸引力就越大.随着就业保护监察力度的不断加大,企业为员工要缴

纳社会保险,对于那些依靠逃避缴费责任的非正规企业来说可能是致命的打击,但是对于正规企业来

说,并不会过多增加负担,成本仍然在企业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虽然中央和地方政府近年来接连出

台了若干关于灵活就业人员③ 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政策,非正规就业者的参保总量不断增加,但相

对城镇现有非正规就业者的规模而言,所占比例仍然非常低.根据«２０１３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

告»,２０１３年度全国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的比重分别只有１５􀆰７％、

２８􀆰５％、１７􀆰６％和９􀆰４％,这一组数据基本可以反映非正规就业部门的参保情况.与之形成鲜明对比

的是城镇企业职工参保率的高水平,在上海、北京等地,城镇企业职工参保率已经超过９０％.
表１的估计结果还表明经济增长水平、城乡收入差距、出口依存度等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显著,

作用方向也符合理论预期.
(三)稳健性检验

从１９８９年开始,我国出现了大规模的“民工潮”,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务工,在这一过程

中,过剩的劳动力与有限的就业机会之间的矛盾使得劳动者在劳资关系中处于不利的地位.２００４年

春季开始的“民工荒”,从东南沿海地区逐步蔓延到中西部地区.随着“民工荒”的到来,劳动者的工资

水平、就业条件开始更多地由劳动力市场制度决定,而不再由市场自发的劳动力供求关系决定,劳动

者的地位开始得到明显提升.代表性的变化是２００４年开始执行的«最低工资规定»,虽然早在１９９４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就确立了最低工资的法律地位,但起初最低工资只是在部分城市和

地区施行,而且标准低,调整幅度小、调整间隔长.但２００４年之后各地普遍出现“民工荒”,«最低工资

规定»要求各地至少每两年进行一次调整,各地方政府感到劳动力短缺的压力,竞相提高最低工资标

准,实际上绝大部分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几乎是每年调整一次,并且最低工资制度在执行过程中的监

督也在持续加强[２２].蔡昉(２０１３)认为“民工荒”到来之前劳动力无限供给,寻找工作难度大,工人因

缺乏退出机制而在劳动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民工荒”到来之后,劳动者就业岗位选择的空间大大增

加.以退出权作为后盾,劳动者在劳资关系中的地位得到提升,可以更多地要求用工单位提高工资水

平,改善劳动条件[１８].基于此,本文将２００４年作为分界点将样本区间分为两个阶段,分别检验“民工

荒”到来前后就业保护制度对非正规就业的差异化影响.
表２中各个模型检验除列(４)最低工资水平的影响系数不显著外,其余就业保护代理变量的影响

系数均显著,且在影响方向上与表１完全一致,说明前文得出的结论是稳健的.将表２中列(１)与列

(２)、列(３)与列(４)的影响系数分别进行比较,我们发现“民工荒”到来之后最低工资水平的影响系数

绝对值变小,即最低工资水平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减弱;而社会保险覆盖率的影响系数绝对值变大,
即社会保险覆盖率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增强.最低工资水平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减弱,可能的原因

是,２００４年“民工荒”到来之后,劳动力短缺的严峻现实迫使企业不断提高工人工资,而各地区目前的

最低工资标准仍然处于较低水平,正规就业对劳动者的吸引力和企业雇佣非正规就业者的激励都在

减弱.而社会保险覆盖率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增强,可能的解释是,长期以来非正规就业者被排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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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制度之外.一方面,过去大部分非正规就业者不愿意将收入的一部分用来缴纳社会保险费

用,部分非正规就业者认为参与社会保险所能享受的福利过于遥远,他们更加关注个人和家庭眼前的

生计问题,部分非正规就业者则不相信或者是不熟悉社会保险制度的管理模式,因此也无意于为规避

未来的风险做好准备;另一方面,相当比例的企业为了降低用工成本,故意逃避为工人参保的义务.
“民工荒”的到来迫使企业开始主动为工人参保以提高对工人的吸引力,这样的外部变化使得非正规

就业者的劳动保障意识不断增强,开始更多地为自己的长远做打算,社会保险制度对非正规就业者的

吸引力增强.
　表２ 稳健性检验

变量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

(１)

２００５~２０１３年

(２)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

(３)

２００５~２０１３年

(４)

非正规就业率滞后一期 １．０２４９∗∗∗

(０．１３１２)
０．８８９３∗∗∗

(０．０３３２)
０．３１９２∗∗∗

(０．１０９３)
０．７０９０∗∗∗

(０．０４５１)

最低工资水平 －０．１２７８∗∗∗

(０．０２５３)
－０．００９４∗∗∗

(０．００２５)
－０．１２５３∗∗∗

(０．０１４６)
－０．０７５３
(０．０６１３)

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 －０．０９３４∗∗∗

(０．０１１６)
－０．５８４９∗∗∗

(０．０８２４)

失业保险覆盖率 －０．１９５６∗∗∗

(０．０１８３)
－０．７３７３∗∗∗

(０．０８９９)

经济增长水平 ０．１５１４∗∗∗

(０．０４６５)
０．０６６０∗∗∗

(０．００７２)
０．２１４１∗∗∗

(０．０６０５)
０．０５２１∗∗∗

(０．００７１)

城乡收入差距 ０．０４６０∗∗

(０．０１８７)
０．０１７３∗∗∗

(０．００４１)
０．０２４０∗

(０．０１４１)
０．０１２９∗∗∗

(０．００４２)

出口依存度 －０．１９１２∗∗

(０．０８２９)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１２８)

－０．０３１３∗∗∗

(０．０１２５)
－０．０３００∗∗

(０．０１４８)

常数项 ０．２８８２∗∗∗

(０．１０３９)
０．２０６４∗∗∗

(０．０２６８)
０．６２２３∗∗∗

(０．０７９５)
０．２９９７∗∗∗

(０．０３４６)

ArellanoＧBondAR(２)检验 ０．０２３２
[０．９８１５]

０．４７３２
[０．６３６１]

－０．２４９２
[０．８０３２]

０．７８６５
[０．４３１６]

Sargan检验 ５．７７２３
[０．３２９０]

２２．５１２８
[１．００００]

６．２１４８
[０．２８５９]

２１．３５６３
[１．００００]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非正

规就业逐渐成为一种重要

的就业形式,就业结构呈

现非 正 规 化.本 文 基 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省级面板

数据,应用动态面板模型

考察了就业保护制度对非

正规就业的影响,研究发

现:全国与各省城镇非正

规就业率都呈现出大幅增

加趋势,就业结构表现为

非正规化;最低工资制度

及社会保险制度对非正规

就业产生了显著的负向作

用;以 “民 工 荒”到 来 的

２００４年作为分界点进行

分样本检验,结果显示“民
工荒”到来后并不改变上述结论,而且还发现,“民工荒”到来后最低工资制度对非正规就业的负向作

用变小,而社会保险制度对非正规就业的负向作用变大.
当前我国大部分非正规就业者仍然游离于就业保护制度之外,他们的就业保护仍然处于缺位状

态.长此以往,必然导致非正规就业者面临更大的市场风险,甚至会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这将会极

大地抵消非正规就业带来的积极效应,影响非正规就业的健康发展.具体地,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提

出政策建议:
第一,提高非正规就业者参加城镇社会保险的覆盖面.一是依法将与用人单位建立稳定劳动关系的

非正规就业者纳入到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与基本医疗保险体系,探索非正规就业者参加当地城镇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的制度设计;二是进一步完善非正规就业者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政策;三是优化经办业务流

程,整合各项社会保险经办管理资源,增强社会保障部门服务非正规就业者参加社会保险的能力.
第二,规范使用非正规就业者的劳动用工管理.一是指导和督促用人单位与非正规就业者依法签订

并履行劳动合同,对于一些季节性强、流动性大、时间短的非正规就业者则推广简易劳动合同示范文本;二
是对小微企业经营者开展«劳动合同法»培训,整合劳动用工备案及就业失业登记、社会保险登记,实现对用

工单位使用非正规就业者的动态管理服务;三是加大对违规用人单位依法纠正和行政处罚的力度.
第三,多管齐下,为非正规就业者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和社会保护.一是要根据用工单位和非正

规就业者的实际需要,督促指导行业、用人单位、基层劳动保障工作站点和培训机构做好对非正规就

业者的培训工作;二是充分发挥劳动力市场、群团组织以及互联网等新闻媒体的作用,及时发布劳动

９３



保护政策,增强非正规就业者争取合法权益、参加社会保险的意识;三是要利用多种手段和形式帮助

非正规就业者加入工会组织,通过工会组织更好地维护其合法权益.

注释:

①当前我国的非正规就业者主要由两大群体组成:一是进城的农民工.在城乡二元结构没有得到根本性消除的情况下,绝大部
分农民工难以进入到城镇正规就业体系,只能进入非正规就业市场.二是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下岗职工.由于年龄、技能等因素的
限制,下岗职工在劳动力市场上没有优势,大多流向非正规部门.在这两大群体之外,虽然还有一些从事高科技开发和专业化服务的
自由职业者,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一群体在非正规就业者中占比较低.因此,本文对非正规就业者的讨论主要限定在下岗职工和
农民工两大群体上.

②本文也采用系统 GMM 方法估计表１中各模型,发现除了系数大小略有差异外,系数符号保持一致.限于篇幅,不再列出,如
读者有兴趣,可向作者索取.

③我国现有政策中用“灵活就业”代替国际上通用的“非正规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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